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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

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之關係 

江守峻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陳婉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對於心理健康之影

響，比較在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下，父母和同儕是否具有同等重要性，還是會因為社經

地位而有所差異。研究資料來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研究對象為其中 969 名國一學生。資料分析包括結構方程模型與多群組分析。

研究發現：（1）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父母支持對自尊有正向顯著效果、對憂鬱則

有負向顯著效果，但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皆無顯著效果；（2）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

年，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對自尊皆有正向顯著效果、對憂鬱則皆有負向顯著效果；（3）

相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對自尊的正向效果、父母 

支持對憂鬱的負向效果顯著更高；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的效果則無顯著差異。總結

來說，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要受父母親影響，且影響程度明顯高於低社經者；

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時受父母親和同儕朋友影響。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 

針對教育工作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社經地位；心理健康；青少年；父母支持；同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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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源自於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下稱社經地位），社經地位

影響着個體從出生至成人時期的生活條件、生理狀態和心理健康等各個層面，高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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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家庭，其父母教養、家庭關係和社會資源大多較低社經地位家庭為佳；相反，

低社經地位者的成長環境中則有較多危險因子和不利因素（Bradley & Corwyn,  

2002）。蕭佳純（2009）的研究顯示，在高社經地位的家庭，父母較重視子女身心 

發展的平衡，亦較有資源幫助子女尋找自我認同，而對自我愈了解的子女，在校時有

較佳的學業表現，畢業後亦有較良好的就業情形（包括較高的職業聲望、月薪和進修

狀況）。這現象說明，或許不同社經地位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持續「分流」，家庭 

社經地位逐漸拉開低社經和高社經地位子女間的差距。Lee & Cramond（1999）認為，

出生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子女，會有較低的自我概念、較差的自我效能和對未來不 

抱持希望等負面心理，容易導致低社經地位子女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更難以突破父母

原有的社經地位，反而成為代間階級複製的產物。儘管如此，社經地位未必完全決定

子女的長期發展，有許多因素都有利於扭轉社經地位的負面影響。陳雅鈴（2007） 

探討貧窮學生的復原力（resilience），發現貧窮學生之所以能夠從不適應的情緒轉為

正向調適，在於家庭成員的緊密關係、同儕支持與個人信念等因素，出身低社經地位

的家庭並不能完全決定個體的身心發展。 

對青少年來說，父母親和同儕朋友是影響其身心發展的重要因素（陳毓文，2006；

龔心怡、李靜儀，2015；Willoughby, Polatajko, Currado, Harris, & King, 2000）。過去

研究顯示，來自父母和同儕的正向支持有利於青少年保持良好心理健康（陳毓文， 

2004；Ikiz & Cakar, 2010; Nurius, Prince, & Rocha, 2015）。有學者指出，隨着年齡增 

長，孩童和青少年對父母的依賴逐漸下降，但對同儕的依賴則與日俱增（Allen & 

Antonishak, 2008），意味着父母與同儕的角色之間有互補的可能。Bradley & Corwyn

（2002）認為，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身心發展，亦能提供較充裕的

資源；相反，低社經地位家庭的親子關係不如高社經地位家庭來得緊密，子女與父母

連結程度較低，受父母的影響隨之下降。所以，若將家庭社經地位納入考量，對於 

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而言，父母與同儕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是否會因社經地位不同而

出現差異，是本研究欲探討的核心議題。綜合上述，本研究旨在比較低社經地位與 

高社經地位的青少年，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對其心理健康造成的差異，期望協助不同

社經地位的青少年都能維持良好心理健康，並令相關教育資源和輔導策略能有效提供

幫助。 

文獻探討 

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是銜接兒童時期與成人時期的重要發展階段，青少年議題長期以來受本地

和海外學者重視，並相信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健康攸關往後身心發展（陳毓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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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Berenson, Cohen, & Garcia, 2005）。自尊（self-esteem）和憂鬱（depression）被

視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兩項重要內涵，可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正負向度（周玉慧，

2015；Frederick & Ryan, 1993）。亦即自尊是正向的心理素質，憂鬱是負向的情緒 

狀態。所以，本研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由自尊與憂鬱所組成。下文說明兩者意義。 

首先，青少年自尊是指個體自我評價後自我接納的價值感，亦即肯定自己有價值

（張春興，2013）。Rosenberg（1965）認為，自尊為正向與負向的自我評價，正向的

自我評價來自個人獲得較多的成功經驗，負向的自我評價則是因為挫折和失落所致。

由此可知，自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着個人經驗而改變的一種內在狀態（Baldwin 

& Hoffmann, 2002）。因此，青少年自尊能夠代表青少年對自我評價與肯定的程度。 

再者，青少年憂鬱情緒意指個體有負向的情緒特徵，出現生理上的不適或情緒上

的抑鬱，例如孤獨、失眠和頭痛等（賴英娟、陸偉明、董旭英，2011）。Petersen et al.

（1993）指出，青少年階段的憂鬱情緒是在未特定時間展現出鬱卒、沮喪和憂傷的 

感受，可能是長期、亦可能是短期的一種負面情緒狀態。近年來，青少年族群的憂鬱

程度有逐漸攀升與年輕化的趨勢（Prosser & McArdle, 1996），青少年憂鬱問題持續 

受到各方學者關注。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溫嬛椿（2011）的研究指出，高憂鬱

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具有跨時間的連續性與影響性，高憂鬱青少年第一年的自殺傾向 

盛行率為 38.9%，第二年亦維持在 20.9%，顯示出台灣青少年憂鬱的嚴重性與危害。 

因此，青少年憂鬱可以反映出青少年心理困擾的程度。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是根據影響後果（outcomes）來探討（周玉

慧，2015），故採用自尊和憂鬱為測量變項。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都屬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社會支持是個體與他人互動

的結果，個體可因此獲得心理上的需求、工具性的協助和他人的正向評價及回饋 

（House, 1981）。陳毓文（2004）指出，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都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保護因子，可以降低青少年生活中危險因子對於憂鬱的作用，使青少年能保持良好的

心理健康。以下分別探討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的內涵。 

父母支持是指子女知覺父母教養中的正向支持與情感表達，父母支持往往影響着

一個人從小到大的心理健康（Dean & Lin, 1977）。研究顯示，父母支持對於子女身心

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子女從父母身上獲得愈多的支持鼓勵，有助於保持較佳的心理

健康（de Graaf et al., 2010）。Plunkett, Henry, Robinson, Behnke, & Falcon（2007）的 

研究顯示，父母支持能顯著提升青少年的自尊和降低憂鬱。因此，父母支持應有助於

提高自尊、降低憂鬱，使青少年擁有較佳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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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青少年議題時同儕因素亦不可或缺，青少年時期同儕支持對身心發展具有

重要意義（Nurius et al., 2015; Thorne & Michaelieu, 1996）。Levitt et al.（2005）表示，

同儕支持是指個體知覺與朋友之間的正向鼓勵與關懷，包括互相傾訴心事、照顧及 

情感支持，且同儕支持有別於家庭支持的穩定不變，同儕相處的時間長短不會影響其

對於青少年的重要性。陳毓文（2004）指出，同儕支持能緩衝家庭經濟壓力對於憂鬱

的負面影響，有助於保護青少年因經濟壓力產生負向情緒，降低青少年的憂鬱程度。

同樣，其他研究顯示當同儕支持或同儕關係愈佳時，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就愈高（Chu, 

2002; Ikiz & Cakar, 2010）。因此，同儕支持如同父母支持，對青少年具有正向意義，

有助維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社經地位及其影響 

社經地位主要包括職業、教育和收入三者，都是社會階層的主要指標。研究顯示，

社經地位與個人的價值觀念、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教養方式、教育機會和心理健康

有緊密關聯，社經地位愈高，往往代表個人擁有良好的生活條件（馬信行，1997； 

黃毅志，2003；Sachs & Nasser, 2009; Spade, 1991; Thompson & Foster, 2014）。來自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子女，所接受的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會有差異，並會影響其自尊

和憂鬱兩方面的心理健康，以下分別討論社經地位的影響。 

第一，高社經地位子女所知覺的父母支持程度，應高於低社經地位子女。高社經

地位子女因為父母較重視教育，會有較高的支持和鼓勵（蕭淑貞，1993）。藍佩嘉 

（2014）發現，中產階級父母會採取「世代斷裂」的教養方式，會學習更有效的親子

教養以取代過去其父母不良的教養方式。相對地，勞工階級父母則採取「世代延續」

的教養方式，傾向複製祖輩的觀念，多以嚴厲教養對待子女，例如跟孩子溝通時，較

常使用命令、恫嚇的口氣，其背後因素包括：因經濟壓力而少有餘裕學習教養方式、

父母教養失職所產生的焦慮。相反，低社經地位父母較常採取低支持、多責罵的教養

策略（楊賀凱，2009；Bradley & Corwyn, 2002）。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所知覺的

父母支持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為高。 

第二，高社經地位子女所知覺的同儕支持程度，可能高於低社經地位子女。羅曉

路、李天然（2015）指出，相對於高社經地位者，低社經地位子女較不受同儕尊重和

接納，在同儕間容易被忽略。張芳全、于文灝（2016）指出，家長社經地位對子女 

知覺的同儕接納（peer acceptance）有正向影響，亦即社經地位會影響子女的人緣和 

同儕關係，反映出高社經地位者人際關係愈佳的現象。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

的同儕支持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來得高。 

第三，高社經地位子女的自尊程度，可能高於低社經地位子女。蔡順良（1985）

指出，青少年家庭的社經地位愈高，其自我肯定程度亦愈高，而且自我肯定愈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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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信心與人際關係愈良好，社會焦慮愈低。同樣，Twenge & Campbell（2002）指出，

以後設分析 446 篇關於自尊與社經地位的研究論文發現，在所有年齡層中（小學生、

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成人、老人），社經地位愈高者，自尊程度亦愈高，尤其

是進入成人時期後自尊的差距更加明顯。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比低

社經地位青少年來得高。 

第四，高社經地位子女的憂鬱程度，會低於低社經地位的子女。Smokowski, Evans, 

Cotter, & Guo（2014）以生態系統觀點檢視導致青少年憂鬱的危險因子，結果發現 

低社經地位子女憂鬱程度高於其他學生，並說明是由於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家長 

較不重視教育、無法協助子女功課和較少鼓勵學業表現。加上社經地位產生的校園 

歧視，造成了低社經地位學生對學校的失落與無助，更增加他們罹患憂鬱的風險

（Eamon, 2002）。因此，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比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低。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對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之影響 

雖然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對青少年自尊和憂鬱的關係已確立，但對不同社經地位

青少年的影響可能有差異。然而，目前僅有少數學者針對低社經地位和高社經地位 

兩個群組同時進行比較，例如蕭淑貞（1993）曾比較高社經和低社經情境的母子互動

關係，但仍少有分析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據此，本研究透過 

相關文獻，探討在不同社經地位背景下，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能

具有不一樣的影響效果。 

首先，父母支持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可能高於低社經 

地位者。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親較重視教育和子女成長環境，重視與子女之間的溝通與

回應，並表達較多支持的言語（蕭淑貞，1993；Shonkoff & Phillips, 2000）。相反， 

低社經地位的父母親則傾向於採取負面管教方式，像是嚴厲教養、低溫暖和低回應的

教養態度（McLoyd, 1990）。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因為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忙於工作，

或無暇提供較多關愛支持，親子關係往往沒有像高社經地位家庭來得緊密（Elder,  

Caspi, & van Nguyen, 1986）。所以，高社經地位的子女與父母之間有較親密的連結，

較依賴和重視父母，容易受父母親支持與否的影響。相反，低社經地位的子女與父母

的連結程度相對較低，較不會受父母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父母支持對於心理 

健康的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會比低社經地位者來得高」。 

再者，同儕支持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可能高於高社經 

地位者。McLoyd（1990）認為，低社經地位父母有許多生活負面事件（negative life 

events），例如不理想的生活環境、夫妻缺乏連結和心理困擾等影響，於是低社經地位

父母多採取負面教養，反而造成親子關係不佳，子女傾向依賴朋友，重視與同儕之間

的情感連結，父母的影響力受到削弱（Elder et al., 1986）。具體來說，低社經地位的



26 江守峻、陳婉真 

子女因為父母親的低支持、低鼓勵，且缺少充裕的溫暖關愛，會轉而將重心放在同儕

身上，比較重視與同儕之間的緊密關係，所以受同儕影響的程度更高。陳毓文（2004）

指出，在控制危險因子（低自尊、父母衝突與家庭經濟壓力）後，同儕支持是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護因子，能減緩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因此，本研究假設「同儕支持

對於心理健康的關係，低社經地位青少年會比高社經地位者來得高」。 

綜合上述，父母與同儕之間或許處於一種平衡關係，當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及其 

父母因為經濟壓力導致親子關係不佳或是父母採取負面教養時，青少年可能將重心 

轉向尋求同儕支持，藉此滿足親子互動中缺乏的情感連結和關懷鼓勵。如同 Birkeland, 

Breivik, & Wold（2014）所言，同儕接納可以彌補疏遠的親子關係，緩衝與父母不 

親密帶來的負面效果，提升個體的自尊，而且這效果可從青少年時期一直延續到成人

初期。所以，由於出身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父母與同儕之間的

影響處於一種擺盪狀態，高社經者可能與父母較親密，依賴父母、受父母影響較大；

低社經者相對來說可能與父母較不親密，傾向轉而依賴同儕、受同儕影響較大。換言

之，父母支持不僅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亦 

相當值得關注。鑑於過去文獻指出低社經地位青少年較不受同儕尊重、較容易被忽略

（羅曉路、李天然，2015），更突顯提升低社經地位子女的同儕支持，或許能有效維護

其心理健康。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建構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理論模型，包含兩個潛在 

外衍變項（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和兩個潛在內衍變項（自尊與憂鬱）。根據文獻 

探討和研究目的，歸納的理論模型結構關係如圖一所示。 

圖一：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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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的資料，該研究由伊慶春教授總主持（伊慶春，2014）。TYP 的研究母體是 2000 年時

台北市、新北市和宜蘭縣國一及國三兩個世代的學生，抽樣方式為分層多階層叢集 

抽樣，縣市為第一層、鄉鎮市區為第二層，分層後進行叢集抽樣（周玉慧，2015）。

為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及早維護，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TYP 第一波國一樣本，人數 

共計 2,696 人。透過劃分社經地位，從國一樣本中再區分出「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簡

稱低社經組）和「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簡稱高社經組）。 

社經地位的劃分根據黃毅志（2003）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

該量表考量台灣本土文化和社會脈絡，界定出台灣職業聲望和社經地位的對照關係，

依照職業分出五個等級的社經地位。該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受許多學者廣泛採用 

（林大森、陳憶芬，2006；黃芳銘、楊世安，2006）。按照該量表對青少年父母的 

職業編碼，1 到 5 分分別代表社經地位的五個等級區間。接着，將社經地位的中間值

（第三等級）視為「中社經地位」，第一和第二等級為「高社經地位」，第四和第五

等級為「低社經地位」。並且，父母屬於相同社經地位者才納入研究樣本中，亦即 

若樣本屬於低社經組，父母應皆為第四或第五等級的社經地位者。如果一位家長為 

高社經者、另一位為低社經者，實無法明確界定其家庭社經地位，故不納入本研究 

對象當中。整理後，本研究樣本人數共計 969 人，低社經組 687 人，高社經組 282 人。 

測量變項 

TYP 的青少年自填問卷經由許多專家學者編製而成，具有良好的內在效度。本 

研究採用的測量變項包括：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四個變項，內涵如下。 

父母支持 

父母支持的測量是詢問青少年知覺父母對自己的關心和支持，包括「當你真的需

要他／她時，他／她就在你身邊」、「他／她了解你的想法」和「他／她常常關心你

的情緒或你的問題」雙親各三題。合併後，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 .79，

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父母的支持程度愈高。 

同儕支持 

同儕支持的測量是詢問青少年知覺與好友的相處情形，包括「他（們）關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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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助」和「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裏得到

安慰」三題。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 .79，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同儕

的支持程度愈高。 

自 尊 

TYP 採用的自尊題項來自 Rosenberg（1965）的自尊檢核量表（Rosenberg Self- 

Esteem Scale, RSES），共計九題。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四分量表。反向題經反向計 

分，由高至低依序為「很同意」、「同意」、「不同意」和「很不同意」。題目包括

「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反向題）」、「我很滿意我自己」和「我用積極

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等等。McKay, Boduszek, & Harvey（2014）指出，由於 RSES

由正向自尊和負向自尊所構成，可將量表加總以測量研究對象的「整體自尊」（global 

self-esteem），故有學者以「整體自尊」為單一測量變項，測量潛在變項自尊（巫博瀚、

陸偉明，2010；賴英娟等，2011）。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為 .71，分數 

愈高代表其自尊程度愈高。 

憂 鬱 

TYP 採用的憂鬱題項來自 Derogatis（1983）的自陳式症狀檢核表（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svised），共計 16 題，包括「情緒憂鬱」、「認知憂鬱」、「行為憂鬱」

和「生理憂鬱」四個分量表。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五分量表，由高至低依序為 

「有，很嚴重」、「有，嚴重」、「有，普通」、「有，有點」和「沒有」。題目 

包括「頭痛」、「鬱卒」、「擔心過度」和「失眠，不易入睡」等。各分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介於 .67–.82，總量表 Cronbach’s alpha 為 .88，分數 

愈高代表其憂鬱程度愈高。 

最後，四項測量變項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並不算高，顯示 TYP 在測量

工具的編製上仍有改善空間。不過，整體而言信度係數還在可接受範圍。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0 與 AMOS 22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 

性統計和結構方程模型。在結構方程模型中，將先檢驗理論模型的測量模式具有可 

接受的信效度和適配度，接着才進行結構模式分析（余民寧，2006；Bagozzi & Yi, 

1988）。 
  



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之關係 29 

研究結果 

描述性統計 

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四個觀察變項的初步分析結果見表一。整體而

言，青少年有中度的父母支持（M = 2.67）、中高程度的同儕支持（M = 3.24）、中度

的自尊（M = 2.68）和低度的憂鬱（M = 1.45）。就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四個觀察 

變項比較，高社經組所知覺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和自尊都顯著高於低社經組，顯示

社經地位高者會感受到較高程度的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自尊程度亦較高。最後，兩

組的憂鬱程度則無顯著差異。 

低社經組和高社經組四個測量變項的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見表二。兩組的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父母支持與自尊、同儕支持與自尊皆為顯著正相關，父母支持

與憂鬱為顯著負相關。高社經組的同儕支持與憂鬱之相關係數為 –.06，未達顯著水準，

低社經組的同儕支持與憂鬱之相關係數為 –.12，達顯著水準，代表低社經組同儕支持

愈高，憂鬱程度愈低，但高社經組則無相關。 

表一：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差異比較（n = 969） 

觀察變項 
全體（969 人） 低社經組（687 人） 高社經組（282 人） 

t 值 
差異 

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父母支持 2.67 .73 2.60 .72 2.82 .72 4.36*** 高 > 低 

同儕支持 3.24 .53 3.21 .53 3.32 .54 2.95** 高 > 低 

自尊 2.68 .42 2.62 .40 2.74 .45 3.00** 高 > 低 

憂鬱 1.45 .49 1.45 .49 1.45 .51 0.04 無差異 

** p < .01, *** p < .001 

表二：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1. 父母支持 1 .17** .27** –.33* 

2. 同儕支持 .22** 1 .13* –.06 

3. 自尊 .13** .15** 1 –.25** 

4. 憂鬱 –.15** –.12** –.26** 1 

* p < .05, ** p < .01 

註：下三角為低社經組，上三角為高社經組。 



30 江守峻、陳婉真 

測量模式 

Anderson & Gerbing（1988）建議，應先確保測量模式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 

再進入結構模式進行分析。估計方法為最大概似法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在基本模式適配度方面，Bagozzi & Yi（1988）指出基本模式適配度 

的指標為無負的誤差變異數、誤差變異達顯著水準，以及因素負荷量應介於 .50 至 .95

的合理範圍。分析結果顯示，模式中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且皆達顯著水準；沒有 

標準化係數接近 1；因素負荷量除自尊外介於 .55 至 .90，介於合理範圍。上述四項 

結果顯示，本模式具可接受的基本模式適配度。在整體模式適配度方面，結果顯示，

整體模式的卡方值達顯著（χ2 = 102.96, p < .05），但卡方值易受大樣本影響，故參考

卡方值與自由度比值和其他模式適配度指標來判斷，χ2/df 的值為 2.64，屬於合理數 

值。RMSEA 值為 .041，符合小於 .05 的標準；CFI 值為 .98、符合大於 .90 的標準；

NFI 值為 .97，符合大於 .90 的標準；PCFI 值為 .58，符合大於 .50 的標準；PCFI 值

為 .57，符合大於 .50 的標準。綜上所述，結果符合學者建議的整體模式適配度標準 

（余民寧，2006；Bagozzi & Yi, 1988）。在內在模式適配度方面，Fornell & Larcker 

（1981）建議所有的因素負荷量應大於 .50，且達顯著水準，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應大於 .50，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應大於 .70。

根據表三結果顯示，除自尊外各測量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66 至 .81；潛在 

變項的 AVE 值介於 .51 至 .56，符合大於 .50 的標準；潛在變項的 CR 值介於 .79 

至 .81，符合大於 .70 的標準。所以，本研究測量模式的內在模式適配度符合學者提出

的檢驗標準（Fornell & Larcker, 1981）。 

表三：測量模式的標準化參數估計 

潛在變項 測量變項 標準化係數 t 值 
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組合信度 

（CR） 

父母支持 X1 .68 19.42 .56 .79 

 X2 .79 18.34   

 X3 .76 —   

同儕支持 X4 .80 18.66 .56 .79 

 X5 .69 18.15   

 X6 .74 —   

自尊 Y1 1 — 1 1 

憂鬱 Y2 .71 — .51 .81 

 Y3 .81 17.77   

 Y4 .67 17.98   

 Y5 .6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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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模式 

首先，本結構模式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RMSEA = .041，CFI = .95，NFI = .94，

PCFI = .71，PNFI = .70），代表結構模式成立。再者，圖二結果顯示，父母支持對 

自尊的係數為 .19，達顯著水準（p < .001）；同儕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4，達顯著 

水準（p < .001）；父母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25，達顯著水準（p < .001）；同儕支持

對憂鬱的係數為 –.08，達顯著水準（p < .05）。結果顯示，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能

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尊程度，以及降低青少年的憂鬱情緒。 

圖二：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自尊和憂鬱的完整結構模式 

 

 

 

 

 

 

 

 

 

 

 

 

 

* p < .05, *** p < .001 

多群組分析 

測量不變性檢定 

進行多群組分析的比較之前，應先確認模式的測量不變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測量不變性從寬鬆到嚴謹依序為因素結構相當（ factor structure 

equivalence）、因素負荷量相當（factor loading equivalence）、因素共變相當（factor 

covariance equivalence）和誤差變異相當（error variance equivalence）（李仁豪、余民

寧，2014）。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2006）認為，比較不同群組間的

關係達到因素負荷量相當即可，亦即多群組之間具有量尺不變性（metric in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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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表四結果顯示，兩個群組皆具有良好的模式適配程度（RMSEA = .041, .036，

CFI = .98, .99，NFI = .97, .95）。接着，進行測量不變性檢定。因素結構相當模型是指

兩組的因素數量和因素設定完全相等，亦即構型不變性（configural invariance），結果

顯示具有良好的適配度（RMSEA = .033，CFI = .97，NFI= .95），可作模式比較的基

準。因素負荷量相當模型亦有良好的適配度（RMSEA = .031，CFI = .98，NFI = .95）。

Little（2013）指出，除了檢驗兩個模型的△χ2 外，模式恆等性的寬鬆標準為△NFI 

小於 .05，嚴格標準為△CFI 的絕對值小於 .01。結果顯示，△χ2 未達顯著水準，且△NFI

小於 .05、△CFI 小於 .01，代表因素負荷量相當模型與因素結構相當模型之間並沒有

顯著差異，亦即測量不變性成立。 

表四：多群組模型之測量不變性檢定 

模型比較 χ2 df RMSEA CFI NFI △χ2 △CFI △NFI 

低社經組 186.92 41 .061 .95 .94 — — — 

高社經組 68.35 41 .049 .97 .93 — — — 

因素結構相當 157.85 82 .044 .95 .93 — — — 

因素負荷量相當 163.22 89 .042 .95 .93 5.52 .000 .002 

註：在 .05 的顯著水準下，χ2(7) = 14.07。 

多群組分析的結構模式 

高、低社經地位兩組在因素負荷量相當模型基礎上的結構模式見圖三。在低社經

組方面，父母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2（p < .01），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提升低 

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同儕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6（p < .001），達顯著水準， 

同儕支持會提升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父母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18 

（p < .001），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減少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同儕支持

對憂鬱的係數為 –.12（p < .01），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會減少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

憂鬱程度。 

在高社經組方面，父母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30（p < .001），達顯著水準，父母

支持會提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同儕支持對自尊的係數為 .10（p > .05），

未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無法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父母支持對憂鬱的

係數為 –.42（p < .001），達顯著水準，父母支持會減少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

同儕支持對憂鬱的係數為 .00（p > .05），未達顯著水準，同儕支持無法影響高社經 

地位青少年的憂鬱程度。 

綜上所述，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能有效提升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並

減少其憂鬱程度。而且，父母支持能有效提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程度，並減少

其憂鬱程度，但同儕支持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與憂鬱都沒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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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低社經地位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結構模式 

 

 

 

 

 

 

 

 

 

 

 

 

 

 

 

** p < .01, *** p < .001 

註：逗號前為低社經組，逗號後為高社經組。 

結構係數比較 

在四條結構係數當中，有兩條結構係數在不同群組間有顯著差異，顯示出對於 

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父母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有別，高社經組的心理 

健康受父母支持的影響顯著高於低社經組，如表五所示。第一，高社經組父母支持對

憂鬱之結構係數顯著高於低社經組（△χ2 = 7.34，p < .01），說明父母支持對於降低 

憂鬱的效果，在高社經組顯著高於低社經組。第二，高社經組父母支持對自尊之結構 

係數顯著高於低社經組（△χ2 = 5.98，p < .05）。說明父母支持對於提升自尊的效果，

在高社經組顯著高於低社經組。另外，雖然結構係數之比較未達到顯著差異，但由 

圖三結構模式可觀察到同儕支持對自尊與憂鬱之影響，在低社經組皆高於高社經組，

甚至同儕支持並不會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與憂鬱，代表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

年而言，同儕支持具有重要意義。 

表五：多群組之結構係數差異檢定 

潛在變項潛在變項 
低社經組 高社經組 差異檢定 

標準化係數 SE 標準化係數 SE △χ2 △df 

父母支持自尊 .12** .01 .30*** .02 6.43* 1 

父母支持憂鬱 –.18*** .21 –.42*** .31 9.39**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在 .05 的顯著水準下，χ2(1) = 3.84；在 .01 的顯著水準下，χ2(1) = 6.64。 

父母

支持 

X1 

X2 

X3 

e1 

e2 

e3 

同儕

支持 

X4 

X5 

X6 

e4 

e5 

e6 

自尊 Y1 e7 

Z1 

Z2 

憂鬱 

Y2 e8 

Y3 e9 

Y4 e10 

Y5 e11 

.12**, .30*** 

–.12**, .00 

.16***, .10 

–.18***,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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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整體樣本分析中，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能顯著預測青少年

自尊和憂鬱，代表整體來說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有助青少年保持較佳的心理健康，

與過去文獻評閱結果相符（陳毓文，2004；Plunkett et al., 2007; Willoughby et al., 2000）。

不過，進一步以多群組分析發現，對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來說，父母支持具有重要 

影響力，父母支持會直接提升自尊並降低憂鬱，但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都沒有顯著

影響；但是，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來說，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皆能顯著影響自尊和

憂鬱。這結果符合過去學者指出高社經地位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較為緊密，

或是父母多採取較佳的教養方式（藍佩嘉，2014；Shonkoff & Phillips, 2000），故此 

高社經地位子女較容易受父母影響；相反，低社經地位子女因為親子關係不佳，較 

容易受同儕朋友影響（Elder et al., 1986）。 

結構係數比較指出，父母支持對自尊的結構係數在不同社經組之間有顯著差異，

高社經組的自尊受父母支持所影響比例為低社經組的兩倍以上（.30 vs. .12）。同樣，

父母支持對憂鬱的結構係數在不同社經組之間有顯著差異，高社經組的憂鬱受父母 

支持所影響比例亦為低社經組的兩倍以上（–.42 vs. –.18）。綜上所述，對於高社經 

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父母支持有着重要地位，且影響程度高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

而同儕支持對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並沒有影響。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 

健康，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雖然父母影響效果仍大，但卻 

不如高社經地位青少年般來得明顯。 

此外，結果顯示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到較高父母支持、較高同儕支持，並擁有

較高的自尊程度，與過去學者研究結果相同（Bradley & Corwyn, 2002; Twenge & 

Campbell, 2002）。但在憂鬱方面，或許由於本研究對象是年紀較輕的國一學生，高低

社經組之間憂鬱差異並沒有那麼明顯，這與過去研究發現的結果不同（Smokowski  

et al., 2014）。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到較低的同儕支持， 

代表其感受到的同儕支持程度顯著低於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另一方面，低社經地位 

青少年的同儕支持會影響自尊和憂鬱，可是同儕支持對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自尊和 

憂鬱都沒有顯著影響。兩相比較之下，顯示出儘管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知覺到較低的 

同儕支持，但同儕支持卻是影響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子，如果能提升

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同儕支持，對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總結來說，本研究結果證實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受父母影響甚大，因為

家庭社經條件較佳，高社經地位子女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緊密連結，高社經地位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的確「靠父母」。相對來說，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雖仍會受 

父母影響，不過從自尊來看，同儕支持的影響甚至已高於父母支持（.16 vs. .12）， 

顯示出同儕朋友對於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儕角色在某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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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確實彌補了低社經地位家庭不足的支持力量，補足（或取代）父母支持的匱乏

（Birkeland et al., 2014）。而且，經濟弱勢青少年可能選擇出外打工來分擔家計（劉燕

萍、陳毓文，2016），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對於家庭的依賴程度

較低，有更多機會跟同儕朋友相處，遇到困難時亦會選擇向朋友求助，所以更傾向於

「靠朋友」。因此，由於先天環境的差異，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會發展出不一樣的 

生活脈絡，調整不同對象對自己心理健康的影響，呈現父母與同儕獨特的「擺盪」 

現象。由此可知，本研究認為「在家靠父母」意指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因家庭社經地位

較佳，其心理健康與父母高度相關，較依賴於父母的支持力量，與同儕卻無關；「出

外靠朋友」則意味着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因家庭社經地位不佳，與同儕朋友連結較高，

其心理健康不只與父母有關，與同儕亦有高度相關。 

本研究針對教育現場與諮商輔導實務工作提出三項建議： 

1.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父母親的支持力量是影響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

因素，因此建議協助學校人員了解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若要提升

其自尊程度和降低憂鬱情緒，可藉由舉辦親職教育相關活動或透過親師座談， 

鼓勵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多表達對子女生活上的支持和肯定，將有助於提升 

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2. 父母親與同儕朋友的支持力量都是影響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議校方人員除了同樣提升低社經地位家庭父母對子女的支持肯定，應再 

促進低社經地位青少年與同儕團體的互動經驗，一者為透過輔導室研擬同儕關係

相關的團體方案和工作坊，二者是加強校內社團活動與同儕合作的機會，藉以 

增進同儕間互相支持的力量和感情。此外，校方應着重提升校園友善環境，減少

學校人員與學生對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刻板印象或歧視，例如保護清寒學生的 

個人資料和隱私、公平對待低社經學生與其他學生，以及輔導室可加強對低社經

地位子女的家庭生活狀況和同儕關係的介入及輔導等相關措施，將能有效增進 

低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3. 在助人工作方面，藉由本研究結果，助人工作者可了解到對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

父母支持和同儕支持的影響程度不同，高社經地位青少年較容易受父母影響， 

同儕朋友則較無影響力，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則會受父母和同儕影響，所以在評估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時，可針對低社經和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發展出不同的個案概念

和處遇策略。不過，助人工作者仍需謹慎考量青少年個別的生活脈絡和個體差異，

本研究結果僅是輔助而非建議助人工作者武斷地推論至全體青少年。 

關於未來相關研究亦有三項建議： 

1. 過去少有研究比較不同社經地位的研究對象，故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試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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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整體樣本下，不同社經地位者其實有不同的路徑關係。但是受限於研究 

範圍和篇幅，只比較高社經組和低社經組，至於介於兩者之間的中社經組，則 

未能整合分析。建議未來學者可以納入中社經組進行多方比較，更全面探究和 

理解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 

2. 本研究使用 TYP 的國一樣本，未來學者可進一步以本研究模式比較不同年齡層 

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對自尊和憂鬱的影響程度是否仍有差異，以及模式

是否亦具有良好適配程度。透過不同年齡層的比較，或許可以探究青少年心理 

健康受到父母和同儕的影響程度與年齡的關係。 

3. 近年來，長期縱貫性研究備受重視，TYP 亦是台灣相當具代表性的長期追蹤資料

庫，故未來學者可串連不同波次的青少年樣本，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長期變化

軌跡與時間消逝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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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ying on Parents and Friends: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and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hou-Chun CHIANG & Wan-Chen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influe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and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By comparing the SES of 
adolescents, we examined whether parents and peers have the same importance and whether 
their influence on mental health differs. Data were provided by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he 
participants were 969 first-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 For the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SES, parental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Furthermore, peer suppor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2) For the adolescents with a low SES, both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3) The parental support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SES had an 
increasing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which was in contrast to the adolescents with a 
low SES. In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SES was primarily 
affected by parents, whereas that of the adolescents with a low SES was affected by parents and 
pe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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